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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特（Ronald Burt）的论文提出了两个最为有趣的议题，一是他以社会网的角度对

「关系」（guanxi）进行了学术性定义：「A relationship is a guanxi tie to the 

extent that trust is high and relatively independent of social structure around 

the relationship」（Burt and Burzynska, 2017: 20）。这定义包括了以下几点： 

一、guanxi是一种强连带。 

二、它是有差序的，因强弱不同而有不同。 

三、关系越强，信任程度就越高。 

四、关系越强，它就越和两人所处的社会网结构相互独立。 

更有趣的是，论文中以中国企业家发展过程里的五期比较静态社会网作为分析基础，

计算出证据，支持了这样的定义（figure 4; p. 14）。换言之，关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不

与结构封闭性有关的强信任连带。这不同于过去基于社会心理学提出的关系的定义，不管

是基于人情交换（favor exchange; Hwang, 1987; Yang, 1993）还是基于责任义务

（obligation; Liang, 1983; Zhang and Zhang; 2006; Mao, Peng, and Wong, 2012）提

出的定义。他称之为这是一种「建构有效概念构面」（identify construct validity 

criteria）的定义方法。 

 当然，该论文所提的定量证据其实是不充份的，基本上只包括了企业家发展过程中五

个关键期的主要工具性连带（对企业家提出帮助的关键人物），其中符合关系定义的连带很

多是家人、拟似家人以及由情感性连带发展来的熟人，这些人在和企业家结束工具性交往

后，可能还保持著其他社会网，如亲戚网、情感网，中的结构嵌入（Granovetter, 

1992），如果用多重网进行分析（Multi-level Network; Padgett and Powell, 2012），其

效果和只用创业中的工具网进行分析是否相同？尚待进一步验证。 



不过这一点上，我基本还是同意博特的定义，但用的方法却是「传统」的从日常生活

的观察中推论的。简单的说，就是家人或拟似家人关系一旦形成了，在共同朋友逐渐远去

的过程中，比如老化中逐渐死去或两人分隔两地久了共同朋友都四散了，两人间的强信任

感再见面时依旧存在。换言之，在中国人的关系圈子的最内核部分确实可以独立于两人周

围的社会网结构而让强信任感持续存在。只是关系圈子还包括了熟人关系（Luo, Cheng 

and Zhang, 2016），从最内核到关系圈子的外围，这样的独立性是否是线性的(博特定义中

“to the extent”意即线性相关)，还有待进一步证据说明。 

博特文章的另一个重大议题，是它提出了关系到底是中国人的特殊现象，还是全世界

都有的普同现象。他还算出了西方的分析师与银行家网络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被定义

为关系，而中国的企业家网络中却有三分之二被定义为关系。当然，博特也承认，这两群

人间不必然有可比性，往往环境不确定性（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Williamson, 

1985）越高的情境中，人们越需要关系性信任作为抵抗不确定性的工具(Granovetter, 

1985)，中国的创业家们显然身处在比西方银行家更不确定的环境中。另外，博特计算西方

银行家的「关系」时，用的是衡量方法是「两年或以上的交往时间」（p. 20），也不是他对

关系衡量的构面──「信住度与结构嵌入程度的相互独立性」。 

换言之，博特文章以为关系是”more or less”而不是”yes or no”的问题，也就是

关系是中国人的普遍现象，却不是特有现象，这在西方也是存在的。这和我们过去大都强

调关系是中国特有现象（Chen and Chen, 2004）不太相同。我基本支持这样的”more or 

less”主张，虽然其中的一些疑义仍值得进一步讨论。让我们先看看表现在关系上的一些

中国文化的「特徵」： 

一、混合关系（mixed tie; Hwang 1987），就是关系是情感性动机与工具性动机混合

在一起的一种强连带，这在西方强调二元对立、公私分明的文化里看来十分不寻常，但在

格兰诺维特分析「相互为利的信任」（Hardin, 2001）时指出，人际连带一旦强到产生同理

心时，会把对方的利益内化成自己的利益（Granovetter, 2017: 60），伤害了对方的利益

也会感觉到伤心难过，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这时工具性关系是很难和情感性关系完全区隔

开来的。所以混合性动机在西方即使强调二元对立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的。 

二、差序格局（differentiated modes of association; Fei, 1992），这是最知名的

本土社会学理论，强调中国人都是以己为中心建构出一圈一圈由亲而疏的个人中心社会网，

以后学者对中国人的关系分类也多以差序格局理论为基础（Yang, 1993; Hwang, 1987; Luo, 

2011），但在西方也有十分类似的研究，就是邓巴圈的研究(Dunbar, 1993），西方人也能明



显由亲密程度区隔出五圈的社会连带（social ties）。 

三、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Eisenstadt, 2000)，差序格局最主要的涵义是指出中

国人因为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会有不同社会交换的规范，也就是说中国人是特殊主义的，不同

于西方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Weber, 1964）。但「上帝之前人人平等」只是西方的

文化理想，其实西方人也有「亲亲有等级」的现象，比如博特（Burt and Burzynska, 2017）

就指出企业家精英网络中也有内外之别（Useem, 1984）, 所以特殊主义也很说是中国人所

独有，只是西方较不普遍而已。 

四、家伦理本位（Liang, 1963）, 梁漱溟提出的这个概念意即中国人会把家庭伦理的

思维由亲而疏、层层外推及于自己的圈内人，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但它说明著

中国人应用「家人」的概念在很多关系之中，是应用范围的广大，而不是说西方没有家伦理

的概念，即使在威廉姆森一直以为情感性信任不该存在的经济行动之中（Williamson, 1996），

家族关系带来的特殊组织型式依旧在西方十分发达（Granovetter, 2000)，尤其是法国、义

大利以及西班牙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 

换言之，以「家伦理本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连带──关系，在中国，会建立出较

大的个人关系网，也会在较多的情境中发挥作用，比如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关系的现

象就处处可见，相比西方，比如企业精英网中结盟时的使用关系，中国确实是「关系社会」。

但这都说明了关系现象是”more or less”的问题，而不是”yes or no”的问题。混合动

机、差序现象、特殊主义、家伦理在西方都存在，只是适用的社会连带少的多，可使用关系

的情境也少的多。 

五、阴阳与动态平衡(Li, 1998)，阴阳思维以及在关系发展过程中动态平衡的想法确实

又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然而在西方，动态网研究（Moody, 2005）还才刚刚开始，理论上，

虽然也有格兰诺维特提出的平衡藕合与脱藕理论（Balance Coupling and Decoupling; 

Granovetter, 1995; 2002），指出了社会网动态平衡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很少理论与证据说

明，应用阴阳思维于关系动态发展之上，到底是不是在西方不存在的？还是西方「或多或少」

也有相同的现象？这有待以后的动态网理论继续发展，才能够更准确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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